
·学术访谈·

在新常态下崛起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

———徐匡迪院士访谈录

　 　 导语：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得到国务院批复同意， 成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

划。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指出要努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

重要支撑、 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 这对落实国家中部崛起

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战略定位等问题对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

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进行了专访。
徐匡迪： （１９３７ － ）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五届、 十六届中央委员， 第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

主席、 原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发表学术论文 １２０ 余篇、 专著 ７ 本， 多次获得国

家及省部级奖励， 是全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 并先

后被选为英国、 瑞典、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的工程院外籍院士。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徐院士，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

专访。 当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转型期。 与此同时， 国务

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批复同意了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望继

珠三角、 长三角和京津冀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 中国

的几大城市群应该有怎样的发展方向， 我们刊物对此非常关注， 希望向您请教几个问

题。 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经济新常态这一时代背景。
徐匡迪：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 这有别于

其他经济增长极。 珠三角快速发展的时候是上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恰逢国际资本和发

达国家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寻找出路， 由于珠三角坚持改革开放、 敢为人先， 建

立了很多开发区，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 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 长三角的

经济高速增长始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 其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中外合资模

式实现， 即改革、 提升原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 与国外著名企业组成合资企

业， 并成为长三角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从国际经验看， 一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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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的过程。 日本经济增长的减速换

挡期发生在 １９６９ 年， 之前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速是 １０􀆰 ４％ ， 而之后十年则下降到

６􀆰 ３％ ， 继而又下降到 ４％ 、 ３％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了。 韩国的经

济增长速度则是到 １９８８ 年才开始转折， 之前十年是 １０％ ， 之后十年是 ７􀆰 ６％ 。
中国的 ＧＤＰ 总量从 １９７９ 年的不到 １ 万亿元， 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３ 万亿元。 过去

２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速超过 １０％ ， 增长速度非常快， 但目前也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换挡

期。 过去 ３０ 年， 中国外贸出口持续增长， 年增速最快时达到 ４０％ 。 但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之后， 国际市场疲软， 外贸出口增长乏力， 增速持续下降。 ２０１４ 年外贸出口只

增长了 ４􀆰 ９％ ，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 同时，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国

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 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持续下降。 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 珠三角单个劳动力的月平均收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 ４００ 元 ～ ６００ 元，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增加为 ８００ 元， 现在则上升至 ２０００ 元 ～ ３０００ 元。 外资在中国投资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效益已经明显减弱， 珠三角、 长三角的部分制衣、 电气组装等劳

动密集型台资、 日资企业已转向东南亚， 如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等。
此外， 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经济增

速在 １０％的时候， 最终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大概各拉动了 ４％的经济增长， 而出口拉

动了 ２％ ， 三者加起来大概是 １０％ 。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２００８ 年开始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几乎为零。 传统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的降低， 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

成本在逐年上升， 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５％ 下

降到现在的 ０􀆰 ５％左右， 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劳动力将会更为稀缺。 目前， 中国的经

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国内消费和资本形成。
迈克尔·波特教授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要素驱动， 即依靠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建设工业园区， 吸引外国企业投

资；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 也就是资本形成、 固定资产投资驱动， 包括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 交通和电信等；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 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 目前

英、 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投资驱动阶段， 创新驱动仍在继续， 另外也开始了财富驱

动， 通过收购、 国际并购， 把差的企业卖出去， 把好的企业买进来， 以此促进经济发

展。 表现得最为典型的是英国， 英国现在制造业不是很好， 但是经济总量仍然较大。
经过 ３０ 年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它不仅

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减速换挡期， 更是依靠创新驱动、 转变粗放式增长的关键时期。 是

不是能迈过转型升级这道坎， 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是通过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二战之后， 有 ２３ 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先后超过 ６０００ 美元， 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像亚洲四小龙一样，
步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如亚洲的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等国家， 经济发展主要靠旅游等服务产业， 缺乏技术创新能力， 最终导致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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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
中国是有 １３ 亿人口的大国， 要实现现代化、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一项十

分艰巨的任务， 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迈过这道坎。 习总书记有过这样的讲话： “纵观人

类发展历史， 创新始终是推进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是推动整

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是多方面的， 包括理论创新、 体制创新、 制度

创新、 人才创新， 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目前

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正在努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 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因此， 在新常态下， 发展是要靠深化改

革， 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但如果把材料创新、 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结合在一起， 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是突破性的。 当然， 还有市场创新。 以电子

商务为例， 最早是美国亚马逊图书网利用网络卖书， 后来阿里巴巴把义乌小商品市场

开到网上， 最近京东、 苏宁等也都在扩展电子商务。 技术创新也可以是颠覆性的， 比

如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以后， 美国的柯达、 德国的阿克法、 日本的富士等很多彩色

胶卷厂都破产倒闭了。 再比如光盘取代录像带、 液晶显示器代替真空管显示器等， 整

个材料、 工艺技术都不同了， 这些创新都是颠覆性的。
总之， 在新常态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依靠以下几个驱动力： 第一个是深化改

革、 简政放权， 向改革要红利。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 去年由于企业审批制度改为

注册备案制而催生了大量小微企业， 通过大众创业形成了年轻人就业的新格局。 去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了， 从原来的 １０％ 左右降到了 ７％ ， 但因为自主创业，
年初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报告提出要解决 １０００ 万新就业的目标， 不到九月份就完成

了。 第二个是创新驱动。 用信息化、 智能化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

改变三次产业的业态。 第三个就是新型城镇化。 要建设以大城市为核心、 大中小城市

分工互补的城市群， 使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就地、 就近城镇化， 而不用像

候鸟一样 “孔雀东南飞”。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就城镇化而言， 发达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城市到

都市区、 都市圈， 再到城市群的发展过程。 请您谈一谈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及其对

中国的启示。
徐匡迪： 人类的城镇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奴隶社会开始， 一直

到封建社会前期。 城镇主要作为行政中心或交易农贸、 手工业产品的地方， 那个时候

的城镇规模最大仅为 ５ 万人 ～ １０ 万人； 第二阶段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和资本主义前

期， 出现了中等规模的城市； 第三阶段是工业革命中后期， 由于工业革命形成了产业

集聚以及港口和铁路枢纽， 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１００ 万人 ～ ５００ 万人； 第四阶段

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 由于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虚拟经济的出现， 在后资本主义时

代以巨型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引擎， 催生了一些人口规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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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万 ～ ３０００ 万人的大城市、 特大城市。
但近 ５０ 年来， 国际上巨型城市、 特大城市开始逐步被城市群所取代。 以东京为

例， 尽管东京的地铁网络发达， 但通勤与通学所用的时间在 ２０１０ 年仍分别达 ６８􀆰 ８ 分

钟和 ７６􀆰 ９ 分钟 （单程）。 城市由于要解决交通问题， 运行成本非常大。 应该说东京

的公共交通是世界顶级的， 有全球最密的地铁网和城市铁路网， 但是城市道路平均车

速仅为 １８􀆰 ８ 千米 ／小时， 而日本全国的平均速度是 ３５􀆰 ３ 千米 ／小时。 城市群在这方面

就要好得多， 把城市按照专业化分工， 构建起多中心、 网络状结构。 以美国东北部城

市群为例， 波士顿集中着高科技产业和优质教育资源， ９ 所常春藤学校中有 ６ 所在波

士顿， 包括哈佛、 耶鲁、 ＭＩＴ 等； 纽约是金融、 商业和生产服务业中心， 除食品、 时

装外基本没有工业； 费城发展清洁能源制造业、 制药和航空制造业， 飞机制造业主要

是在西雅图， 但是航空控制系统、 无线电系统通讯制造主要在费城； 巴尔的摩发展物

流与交通服务业、 制造业服务业和航运枢纽； 华盛顿一个工厂都没有， 主要依靠政

府、 旅游和高技术服务业。 这个城市群 ２０１０ 年的 ＧＤＰ 达 ３ 万亿美元， 按世界银行的

统计在全球可以排第四， 高于法国， 和英国相当。 由此可见， 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和产

出效率是非常高的。 再如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 该地区在二战时几乎被夷为平

地， １９４４ 年开始重新规划， 把工业码头、 货栈外迁到海边。 泰晤士河边原来的港口

码头、 货栈成为创业区和创意区， 创业是高技术的工作室， 创意是艺术家工作室。 单

一特大型中心城市变为多节点网络化城市群， 通过政策扶持引导高端产业外迁， 并系

统谋划城市间公共交通体系。 同时， 强化规划延续性， 大伦敦规划自 １９４４ 年以来一

直没有改变过， 绿隔理念也得以保持， 每个中小城市之间都由森林和绿地隔开。
总之， 城市群是最近 ５０ 年以来大国城市化的主要趋势， 美、 英、 日、 法等发达

国家的单个巨型城市已逐渐被各具特色的专业化、 网络状城市群所取代， 城市群之间

由高速铁路等高效、 便捷的绿色交通相连接， 这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可以借鉴的重要

模式。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１４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重点

实施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支撑点， 您怎样看待其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徐匡迪： 三大国家战略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大重点： 第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 第二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三个就是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从宜宾以下一直

到长江口， 是以长江为纽带的经济类型、 区域特点各不相同的地区。 除成渝地区和长

江三角洲外， 地处长江经济带中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位于我国国土空间的核心地带。
我认为其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极。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面积约 ３１􀆰 ７ 万平方公里， 包括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集聚了中国很好的创新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视察时， 对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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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城市群的高新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寄予厚望。 东湖高新区是继北京中关村之后的

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 ２５００ 家， 居全国

第三位； 拥有从业人员 ３３ 万人， 居全国第四位。 “中国的光谷” 是东湖高新技术区

的一个特色， 也是科技创新未来的一个趋势。 东湖高新区已经形成电子信息、 生物技

术和新材料、 新医药、 先进制造技术等优势产业和优势领域， 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光

纤、 光缆生产基地。 南昌高新区也是国家级高新区， 吸引了美国的微软、 科勒， 德国

的 ＧＭＡ 等国际著名高科技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长株潭地区是我国的综合性高新技术

产业带。 高铁是目前我国 “走出去” 比较成功的产业， 高铁的控制系统最早采用的

是西门子的软件包， 株洲铁路电气控制研究所前两年自主研发解决了这一问题。
科技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才， 中国历史上就有 “惟楚有才” 的说法， 湖南、 湖

北、 江西乃至整个长江流域都是中国文人才子辈出之地。 就算是现在， 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高等学校数量仍然超过了珠三角、 长三角， 也超过了京津冀；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达 ３０２ 万人， 是全国最多的； 此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中等职业

学校。 就科研水平而言， 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和中南

大学等都是国内知名的 ９８５ 高校。
其次，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城乡统筹发展、 “四化” 协调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示

范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一定要特别注意城乡统筹发展、 “四化” 协调推进。 长江

中游地区是中国优势农业的主产区， 也是粮食高产地区。 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时候必

须城乡统筹， 不能破坏基本农田。 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特别强调， 中部地区是我

国重要粮食主产区， 必须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严格保护水资源， 彻底改变

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 确保流域生态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 要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

化、 新型城镇化， 以信息化提高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以信息化提高城镇化水平， 这

是 “四化” 融合、 城乡统筹的规划。
在农业方面， 要以土地经营权的依法流转作为契机， 进一步提高经营的规模； 要

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 使土地向种田大户、 科技大户转移。 在新型城镇化方面， 要发

挥武汉、 长沙和南昌三大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提升一批各具产业特色、 网络结构、
功能互补的中等城市， 要使县城和中小城市形成新型城镇化的主力； 要提升县、 镇等

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要素集聚效应， 使之逐步成为农业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的

主要载体。
再次，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 是物流、 商

流、 人流的集散地。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 串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重要支

点。 长江城市带主要靠黄金水道来贯通， 李克强总理曾指示： “让长三角、 长江中游

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 要素流动起来、 市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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